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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林平在《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对定性研究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由于没有

处理控制变量来解决反事实问题，以“诗性语言”和“个案研究方法”为特征的定性社会学研究存

在着“根本性缺陷”。本文则认为，刘文对定性研究的批判意见一方面源于对某些关键概念的模糊界

定，另一方面源于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下所导致的循环论证。相对于定量研究来说，定性社会学研究并

不具有较低的知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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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

期刊登了《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对定性

研究的反思》一文［1］ ( 以下称刘文) ，作者刘林

平在讨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反事实”问题后

指出: 由于无法合理地处理控制变量来解决反事

实问题，以 “诗性语言”和 “个案研究方法”

为特征的定性社会学研究存在着“根本性缺陷”。

而本文则认为，刘文对相关概念的定义不够清

晰，其所依据的分析框架也不完全可靠，该文对

定性研究的批判意见一方面源于对某些关键概念

的模糊界定，另一方面则源于在特定的概念框架

下所导致的循环论证。本文试图通过对“科学”、

“因果关系”、“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操作

化”等概念的讨论来回应刘文，进一步揭示社会

学方法论论争的复杂性，以期能够一同推动中国

社会学界对研究方法问题的讨论与反思。

一、“社会科学”的多重含义

按照爱因斯坦的定义，科学包括两大核心

要素: “形式逻辑”与 “因果关系”。［2］( P574) 这一

定义相当简明，然而在社会科学家们围绕着研

究方法展开的大量辩论中，我 们 常 常 能 看 到

“科学”一词的繁多指涉，它们包括: 演绎逻

辑、因果关系、量化方法、经验研究、实证主

义、客观性、合理性、目的理性、功效性、真

理性。这些指涉不仅彼此缠绕，而且蕴含诸多

矛盾，可是许多社会科学家尤其是量化取向的

学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倾向于认为，

在自己谈论和从事 “社会科学”研究时， “科

学”一词可以无矛盾地将上述指涉结合在一起，

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以刘文所述的 《史记》和 《论语》为例，

它们并没有体现出近现代自然科学所使用的

“科学研究方法”，但是人们大都不会否认这两

部作品所具备的知识价值。然而在一些社会科

学家对这些作品进行评析时，在当代社会的一

些理工科从业者批评人文社科专业时，我们常

常会看到这样的论证逻辑: “某知识产品没有遵

守科学研究方法，因此它不具有或只具有较低

·96·

社会学



的知识价值”。这种推理的内在逻辑显然不够严

谨，因为不难联想到，人们绝对不会对一位艺

术家或作家提出这样的批评。因此，如果社会

科学家需要承受这种批评，批评者就需要附加

一个隐含前提，即社会科学需要遵循自然科学

的方法 ( 比如数学化) 才能实现自身的知识价

值。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才能从 “定性社会

研究没有数学化”推导出 “定性社会研究不具

备或 只 具 备 较 低 的 知 识 价 值”，因 而 它 有 着

“根本性缺陷”。

可是，这个隐含前提并不为社会科学家们

普遍接受，特别是那些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

以对方不接受的前提来批评对方，这种做法强

化了对立，却不具备十分有效的知识意义。事

实上，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社会科学本身就是

科学方法与艺术、哲学的结合，［3］、［4］、［5］当代经验

社会科学所依据的实证主义立场和事实 /价值的

二分 观 念 并 没 有 与 人 类 的 认 知 理 性 保 持 一

致，［6］、［7］因此，正像我们不能从“画家没有使用

数学”推出“画家的画作有着根本性缺陷”那

样，我们也 无 法 从 “某 项 社 科 研 究 没 有 数 学

化”推导出“这项研究有着根本性缺陷”。

可以看到，一些研究者在批评定性研究时对

“科学”一词的使用颇为模糊，他们时而用“科

学”意指一套技术，时而用“科学”意指真知，

在将两种用法混合使用后，定性研究的知识价值

就受到了批评。可是定性研究者不会承认这种做

法的效力，他们倾向于将研究技术与真知相区

分，这就与量化研究者产生了分歧。其实这种分

歧在社会科学发轫之时便已出现: 英语学界的社

会学家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 Science，而德

语学界则将其称为 Wissenschaft，虽然这两个单

词都译为“科学”，它们的意思却不一样。前者

的范围比较狭窄，专指“自然科学”，后者则指

涉“对事物系统的理性探究”，范围大于前者。

正因为如此，“讲英语的人往往会说，科学过去

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后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了;

而讲德语的人往往会说，哲学是科学的一个组成

部分; 有些德国哲学家还会说，哲学是最接近真

正科学、严格科学的那一部分。”［8］因此，英语学

界常常将社会科学描述成传统社会哲学的对立

面，在强调自身工作价值的同时，他们甚至会将

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一律打入“非科学”或 “反

科学”的范畴。这种做法在德语学界看来显然是

不恰当的，我们所熟知的德语学界社会学家，如

曼海姆、齐美尔、韦伯、舒茨、哈贝马斯和卢曼

等人都是在广义的“科学”涵义上来理解和界定

“社会科学”的。

这两种对“社会科学”的不同定位为社会

学界带来了大量的困扰和争论，许多关注方法

论问题的社会学家都在努力尝试解决这里的冲

突。中国的社会学家在学习西方的社会学时选

择了不同的路径，不少人只习得和接受了两种

“社会科学”理解中的一种，因此必然也会围

绕着“科学化”问题产生分歧。而社会学究竟

应以 什 么 样 的 研 究 方 式 来 使 自 己 成 为 真 知

( episteme) ，目前来看尚是复杂且没有定论的。

刘文援引了 《史记》中的一段话，并认为

司马迁从少数案例 ( Small － N) 出发而得出的

关于“个人境遇和成就的关系”的判断不够

“科学”。然而在定性研究者看来，以这种 “抽

样调查”的思维来批评 《史记》的做法是不恰

当的。在最近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中，华裔数

学家张益唐多年历尽艰辛，最终攻克了重要的

数论问题。通过这件事人们发现，张益唐的最

终成功和他的淡泊与坚持 是 分 不 开 的，这 种

“因果关系”内在于此个案中，许多青年学者

由此产生共鸣，激发出他们甘坐冷板凳的决心，

同时也可以促使管理者对既有的科研评价机制

进行反思，为从事艰深基础研究的学者提供更

多的政策保护。然而如果批 评 者 站 在 大 数 量

( Large － N) 的角度，他们就有可能给出以下批

评意见: 1) 很多人像张益唐一样坚持，但是都

没能产出杰出成果; 2) 存在着一些没有历经磨

难便少年得志的数学家，比如陶哲轩; 3) 即使

张益唐早年就放低标准从事比较简单的研究，

在衣食无忧之后再钻研数论，也未必就不能解

决孪生素数问题。这些理由听上去都颇有道理，

但它们都不能对上述 “个案研究”所揭示的因

果关系做出实质性的反驳。实际上，在提出这

些意见时，批评者已经根据自己惯常的研究风

格重新定义了该个案所揭示的因果关系，因此

他们所做出的方法论批评就显得有些错位了。

二、因果关系与反事实问题

由前文讨论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研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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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反思性、启发性、实用性作为自己的根本知

识追求，但它们未必都会处理因果关系。而对

于那些处理因果关系的定性研究来说，它们与

定量因果分析间也仅仅是分析策略的差异，并

没有高低之分。

美国社会学家格尔兹 ( Gary Goertz) 与马

洪尼 ( James Mahoney ) 在 2012 年出版了好评

如潮的《两种文化的传说: 社会科学中的定性

与定量研究》一书，［9］该书系统地阐明了定性研

究者对因果关系的看法。格尔兹等人认为，虽

然定量研究者强调因果关系，但他们对因果关

系的理解不够细致，有时只是大而化之的模糊

看法。因果关系应该是一种机制，而机制是超

越数据的解释性事物。机制解释有异于 “亨普

尔 － 奥本海默”涵盖率思路下的定量统计研究，

它经常要通过定性的个案研究才能得到。比如有

许多社会科学家曾指出，在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

间存在着直接的正向联系，然而从社会机制的角

度来看，即使确立了两个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地回答: 经济增长是通过什么

样的机制来影响民主政治的。只有通过对具体案

例的考察，我们才能提出一些相应的机制来解

释: 1. 经济增长通过灌输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来促

进民主政治; 2. 经济增长通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

级的形成来促进民主政治; 3. 经济增长通过培养

公民社会或中间组织来促进民主政治; 4. 经济增

长通过改变国家 － 社会关系来促进民主政治。［10］

当然，这些机制解释的确立尚需要定量研究的继

续检验，然而这里的关键之处是提醒我们，在进

行社会学的因果分析时，定量和定性研究之间是

互相配合的关系，定性分析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它不会因为个案的局限性或控制变

量等原因而成为有“根本缺陷”的、无法应对因

果关系的研究范式。

进一步来讲，以个案为主要模式的定性研

究绝非不关注因果关系中的反事实问题，恰恰

相反，目前的定量研究者在处理因果关系和反

事实问题时的做法并不够恰当，反而是以 QCA

(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为 代 表 的 定

性社 会 研 究 更 加 合 理 地 处 理 了 反 事 实 问

题。［9］( P115 － 124) 在讨论反事实问题时，我们需要先

看一下人们对“因果关系”的定义。目前社会

科学家普遍接受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的观点:

“所谓原因就是一个现象紧跟着另一个现象出

现，而且凡是和第一个现象相似的现象都必然

会被与第二个现象相似的现象所伴随。换句话

说，如果第一个现象不曾存在，那么第二个现

象也就不会存在”。［11］( P146) 可以看到，在 “换句

话说”这一短语之后的句子，就是刘文所讨论

的反事实问题。不过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上述

定义的前后两部分并不是一回事，此定义中的

“换句话说”会带来误导。如果用布尔代数的

方法来表达，那么上述定义中的前半句意味着

“当 X =1 时，Y = 1”，后半句则意味着 “当 X

=0 时，Y = 0”，这两个表达显然有着不同含

义。前者意味着 X 是 Y 的充分条件，后者则意

味着 X 是 Y 的必要条件，从定性研究的角度

看，这是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就如 “小明吃

了五个馒头，所以他饱了”与 “小明没吃五个

馒头，所以他没饱”，二者不是等价的。借用刘

文所举的一个例子，“当 X =1 时，Y = 1”相当

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

断”，“当 X = 0 时，Y = 0”则相当于 “没有文

化大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会中断”，这

两个讲法也是不等价的。可是刘文在依据 “反

事实问题”来质疑定性研究的效力时恰恰把二

者视为等价的，从而由对后一个命题的质疑推

出对前一个命题的质疑。

格尔兹等人指出，目前社会科学的定量研究

在处理因果关系问题时都倾向于将上述休谟定义

中的两个不同部分混淆在一起，试图将“当 X =

1 时，Y =1”与“当 X =0 时，Y =0”两个式子

联立，以此在 X 与 Y 之间建立一个量化模型。

当两个式子都成立时，X 与Y 的相关系数等于1，

这在研究者看来便证明了 X 与 Y 之间的因果关

系。这种处理方法往往只适用于一些计较平均效

应的统计研究，它表面上关注因果关系与反事实

问题，实际上常脱离了研究者的理论背景和问题

意识。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研究中所关注的反

事实问题往往正是针对个案的，比如刘文所举的

例子: “如果你已经读了大学，我就没有办法知

道如果你不读大学的收入情况会是怎样的”。可

以看到，即使采用了大数量的定量方法，我们还

是无法得到关于这个人收入的判断。反事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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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因为我们采用了定量方法而得到解决，该

方法表面上针对反事实问题，可是最终却把原初

的反事实问题消解了。［9］( P115 －124)

当然，研究者也可以在起初提出一个关于

整体的反事实问题，比如 “假如不实行某项教

育政策，潜在的受教育者群体的平均收入会有

什么影响”，但是此问题与 “假如戈尔巴乔夫

没有上台，那么冷战会在什么时候结束”这种

反事实问题分属不同类别，前者适宜且必须用

大数量方法处理，后者则适宜用个案方法处理。

我们不应先对某种方法提出一个不适宜它处理

的反事实问题，随后再得出结论认为该方法解

决不了反事实问题。

在以 QCA 为代表的定性研究范式中，研究

者使用的工具是模糊逻辑而非统计模型，这一范

式与定量研究有着关键区别，即定量研究者主张

对研究对象进行“对称解释”，而定性研究者则

主张“非对称解释”。［9］( P64 －74) 在对称解释中，自

变量 X 与因变量 Y 之间的因果关系在 X 的不同

变化方向上是一致的，非对称解释则否认了这种

一致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定性研究方法中，

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现象 Y 出现的原因和解释其不

出现时所给出的原因很可能是不同的。对称解释

和非对称解释各自适用于不同的研究工具和研究

对象，这就使得它们在处理因果关系和反事实问

题时表现为两种各自有效的策略，我们不应以一

种为标准来评价另外一种。

三、控制变量

在目前的定量研究实践中，研究者们通常

用以下方法来处理反事实问题: 首先将很多的

控制变量设定为均值或中位数，然后分别对自

变量 X 取最大值和最小值，观察两次取值时因

变量 Y 的差异。这种做法可以将 X 之外的其他

变量对 Y 的影响消除，从而识别出 X 与 Y 的真

实因果关系。可是这种做法有着难以克服的困

难: 第一，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变量是无穷的;

第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发挥重要因果作用的

往往正是一些人们完全想不到去控制的偶然变

量; 第三，定量模型很难有意义的容纳三个以

上的控制变量。［12］( P423 － 450)

那么社会科学研究如何通过这种办法找到

恰当的控制变量以发现真实、重要的因果效应

呢? 为解决这个问题，许多统计学家和量化研

究者不断地设计出新的概念工具，可是此处所

包含的关键理论逻辑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

面对着控制变量所带来的 “有限 － 无限”的鸿

沟，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论视角来看待科

学研究中的“因果关系”?

受实证主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往往认为，

在自变量 X 与因变量 Y 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天

的、不变的、稳定的因果关系，只要我们将其

他变量都控制住，那么就可将这种纯粹的因果

关系揭示出来。虽然很多研究者承认因果关系

有背景性，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对因果关系持这

种机械论想象。

对于这种观点，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一个

笑话:

“…5，1，4，1，3———终于背完了!”一个

疲倦的老头大喊。

“您看上去精疲力竭，您在做什么啊?”

“我在倒背圆周率。”

显然，如果用机械论的观点来理解科学研

究的因果关系，我们就犯了上述这个老头的错

误。于是这就要求我们转变思路，认真思考下

面这两个问题: 第一，控制变量到底要解决什

么问题? 第二，加入控制变量后我们再次得到

的结果在什么意义上可被称作 “真实”的因果

关系? 有社会学教材曾给出过这样一个案例:

人们能在草帽销量和溺水人数之间发现强相关，

但是如果我们将天气作为控制变量就能够发现，

上述相关并不是因果，二者的相关性是由天气

这个前导变量造成的，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两对

“真正”的因果: “天气与草帽销量”和 “天气

与溺水人数”。然而，这两对因果关系显然也不

是刘文所主张探求的那种 “确定不移的真理”，

很容易想象到，后一个因果关系在干旱地区可

能就不成立。那么我们是不是为了继续寻求真

实的、无边界的因果关系而设置更多的控制变

量 ( 比如把地质特征纳入) 呢? 恐怕很少有研

究者会接受这样的主张。

这样我们就能发现因果关系的两个特质:

一是机制性 ( mechanism ) ，二是情境性 (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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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实际上，我们之所以质疑草帽销量与溺

水人数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无法发现此

处的因果机制，缺少机制性理解才是需要引入

控制变量的原因。而在引入天气变量后所发现

的“因果关系”仍然具有情境性，我们接受它

并不是因为它是某种脱离了主体的 “确定不

移”的客观规律，而是因为在现有的理论框架

下并不存在与该解释对立的竞争性解释。

刘文提到，定性研究不关注控制变量，但是

前文已经指出，对那些从事非因果分析的定性研

究者来说，定量研究者给出的这种技术性批评并

不能成立，因为双方在“科学”这一概念上存在

着关键性的分歧。而对于从事因果分析的定性研

究来讲，刘文的批评也不成立，因为此类定性研

究同样关注控制变量。仍以 QCA 定性分析为例，

假定初始的逻辑模型为 Y = AbC + BCD，那么在

引入控制变量 Z 后，模型就可以被修改为 Y = Z

* ( AbC + BCD) 。这种处理是很常见的。［9］( P209)

当然，尽管定性研究者也关注控制变量，

但是他们与定量研究者的做法仍然存在着重要

的区别。定量研究者倾向于在模型内 ( with －

in model) 解决问题，这种做法往往会在提高

模型普遍性的同时大大降低其简洁性。而在定

性研究者看来，我们需要在模型的普遍性和简

洁性之间进行权衡 ( fundamental tradeoff) 。如

果一味提高模型的解释范围 ( scope) ，那么模

型的简洁性就会受到很大伤害，在这种情 况

下，我们 就 可 以 用 限 定 解 释 范 围 ( scope re-

striction) 的策略来代替添加控制变量的做法，

比如古德温和斯考切波的一项对第三世界的革

命研究就是这么做的。［13］( P489 － 509)

更进一步来说，因果关系的解释范围通常

都是默会的 ( tacit) 和隐含的 ( implicit) ，这不

是一个需要改正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改正的

问题，它实际上体现了理论的索引性。［14］ 在自

然科学研究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有效因果解

释常常只有模糊的边界，而在该解释开始失效

的时候，边界反而会变得清晰。可是社会科学

研究者常有另一种看法，即必须先把一个理论

的解释范围界定明白，该理论才能获得有效性。

这种不太符合科学实践的观念，常常体现在定

量研究者对定性研究的批判话语中。

四、定性语言与操作化

许多量 化 研 究 者 认 为，日 常 语 言 是 “诗

性”的，其含义不够 “精确”，不适宜用作科

学表述，因此使用日常语言而非数学等形式化

语言来处理概念的定性研究很难说是 “科学”

的。［1］这种说法比较符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

“科学”的认识，然而正如前文所说，社会科

学家们所讨论的 “科学”有多重含义，上述批

判表面上指向定性研究的语言形式，实际却指

向定性研究的知识地位，因此， “从知识论上

讲，定量语言优于定性语言”，这必然是量化研

究者在社会科学哲学层面所持的未申明前提。

不过，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不同流派

对此前提的看法并不一致，它仅仅体现了一种

深深影响了美国社会科学界的、逻辑实证主义

的语言观。［15］ 这种语言观认为，社会科学所使

用的语言很多时候是模棱两可的，社会科学的

许多概念都是 “烦琐哲学的遗迹”，定性语言

无法被还原为现象主义语言或物理主义语言，

这就是社会科学始终不能在科学领地中确立一

席之地的 原 因。像 《新 教 伦 理 与 资 本 主 义 精

神》这种作品，使用的材料很丰富，但是却无

法让人对其结论展开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讨论，

其原因在于“‘加尔文主义观念’和 ‘资本主

义精神’这样的术语就是没有经过很好选择和

明确定义的”。［16］( P81)

上述语 言 观 将 语 词 的 意 义 归 于 其 背 后 的

“事实图像”，因此研究者必须把社科研究中的

概念进行 “操作化”，才能避免不同的人对概

念的不同理解，才能开展 “实证研究”。可是

其他流派的社会科学家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对

当代社会研究影响深远的法国结构主义就是一

个代表。结构主义运动的语言观来自于瑞士语

言学家索绪尔，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语词类

似于棋盘上的棋子，每个棋子的意义是由该棋

子与其他棋子的关系所决定的，棋子本身的大

小、形状、质地对棋子的意义并不构成影响。

如果人们在下棋时少了一个 “车”，那么完全

可以找一块石头来代替。在这种语言观下，语

言本身是一个系统，每个语词或概念都是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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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的一部分，它的意义是由它与这个系统中

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人们之所以能

够对某一个语词的意义达成共识，是因为对话

者之间共享着同样的语言系统 /结构，而不意味

着他们就语词背后的某个客观对象达成了一致。

索绪尔的观点大大地启发了列维 － 斯特劳斯等

人，后者将人类的文化系统比作语言系统，而

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像语言学家一样，应当努

力寻找研究对象背后的 “结构”。可 以 看 到，

如果将视角切换到这种 “关系论”的语言观

下，我们对使用日常语言的定性研究就会产生新

的理解。一些定性研究使用的语词模糊，让人摸

不着头脑，其原因并不像定量研究者所说的那样

( 定性研究的概念是“诗性”的，它缺少具体的

所指或测量方法) ，而是因为读者和听者之间并

没有共享一套语言系统。人文社科专业的学习者

常常会遇到一种情况，最初读某本书时不知所

云，不明白作者所用的一些概念到底是什么意

思，甚至认为作者在胡说八道，但是在一段时间

或者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再读该书，就会发现作者

所说的话和所用的概念非常清晰准确，字字珠

玑。这种现象就说明了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合理

性，在上述阅读过程中，读者并不是钻研了、发

现了或发明了针对原有概念的操作化方法，而是

逐渐把握住了原作者的语言系统。

由此可见，从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科学概

念是否精确与它是否被量化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语言观常常将语言做原子化理

解，将语言系统看作是单个语词及其背后所指

事物所搭建起来的派生物。这种观念也对社会

研究造成了深远影响，不少社会科学家把社会

看作个体聚合的结果，将社会当成第二性的派

生现象，而索绪尔、涂尔干、弗洛伊德、戈夫

曼等著名学者的工作就在于要打破这种认识，

指出“社会”的第一性。［17］( P85) 这种第一性从本

体论上确立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如此说来，

那些否认社会第一性而坚持从还原论角度来处

理社会问题的社会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

“反社会学”的。

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对真 理 持 一 种 “关 系

论”理解，而逻辑实证主义则持 “基础论”理

解。尽管基础论主导了当代的量化实证研究，

但是关系论却和定性研究有着紧密联系。王富

伟曾指出，从事个案研究的社会学家所持的是

关系论立场，而“个案有没有代表性”这一问

题仅在基础论视角下才有意义。［18］ 笔者也曾撰

文指出，社会学研究中的代表性问题来自于经

验对象与理论对象间的不对称关系，它是研究

意义而非研究逻辑层次的不对称。无论是定性

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研究者都必须要使用一种

“代表性的承诺”来解决上述不对称问题，而

在不同的方法论系统中，研究者们享有各自不

同的“承诺”。以量化研究的代表性思维来质

疑个案研究，这种看上去逻辑性很强的做法实

际上只是一种文化现象。［19］

目前社会学界有许多形式的定性研究，它

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并没有采用诗性写作的方式，

QCA 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使用 QCA 方法的研究

者也认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对于测量的理

解完全不同。这些学者主张，不论选择什么样

的操作化方法，我们都必须将语义学 ( seman-

tics) 原则放在首位，任何测量方法都需要将语

义标准作为更加基础的标杆，而语义标准则来

自于研究者对于概念的定性理解。［9］( P139 － 149) 与此

相比，量化研究者则常常将概念与测量方法相

混淆，把二者看作同一个事物。刘文认为，“如

果我们的论文或著作，将关键的概念定义清楚，

最好是能操作化，学者们就可以少费很多口舌，

少打许多口水仗，而真正去讨论一些实质性的

问题”，［1］这种说法与定性研究的语言观是相悖

的。在定性研究者看来，操作化方法也要靠定

性语义来校准，如果真要依赖一套操作化方法

来使研究者们对概念达成共识，那么他们很可

能就会围绕着 “如何操作化”发 生 争 议。以

“贫富差距”这一概念为例，人们通常用基尼

系数来测量此概念，那么按照实证主义者的理

解，有了这样一个测量标准，人们就会对一个

社会中的贫富差距达成共识。可是现实情况并

不是这样，即使人们都同意用基尼系数来标定

贫富差距，不同的人所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也会

有显著差别，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基尼系数也

会做出不同解读，［20］ 分歧根本没有消失，人们

未能通过操作化方法建立共识。在最近非常流

行的《21 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作者皮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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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Piketty) 就放弃了以基尼系数来计算

贫富差距的做法，在他看来，使用基尼系数这

一操作化标准恰恰会掩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的“贫富差距”问题。［21］

总而言之，如果向定性研究者提问: 什么时

候能够说一个概念是精确的? 什么时候能够说人

们就某概念达成了科学共识? 那么他们给出的答

案与量化研究者的答案可能会有很大区别，而且

我们也很难简单地评判二者之间的对错。

五、结语

不可否认，刘文对定性研究的批判揭示出

了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讲究逻辑、不够严谨

的流行病症，但是本文认为，刘文对这些弊病

成因的判断以及其所开出的药方并不完全 “科

学”，它更多地反映了一种研究文化中的学者对

另一种文化的误解。而这两种文化并非不能沟

通，比如当我们澄清彼此对 “社会科学”的不

同理解时，会更加清楚自身工作的限度以及对

方工作的价值。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妄谈两种

文化的综合统一，从社会学的学科角度来看，

从事不同事情、关注不同问题的学者目前集聚

在一杆“社会学”的大旗下，彼此争夺着对学

科的定义权。不论将来社会学如何发展，不论

哪种文化最终成为主导范式，都无法证明另一

种文化是错的，它只是意味着 “社会学”一词

被重新定义了。这种知识社会学角度的解读，

或许才更为贴近 “研究方法争议”这一现象背

后的“社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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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ir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ide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thought in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LI Z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d and thought in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wo perspectives，that is，morali-
ty and spiritual attainment． Morality is the fundamental and the original． In terms of morality，the moral reason represents itself in
thought and gets the knowledge of itself through the consciousness and judgment of thought． As for spiritual attainment，the emotional
subject exists in different emotions and returns to itself by abandoning its indulgence in specific emotions． The above －mentioned two
relations between mind and thought in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yet united in the concept of innate
knowledge，showing the unity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and of existence and action，which ar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innate
knowledge．

On Hart and Negri's concept of Multitude
WU Jun

Multitude is the second of Empire trilogy by Hart and Negri． They have constructed a multitude image as a revolutionary body from
the economic，political and ontological perspectives，and distinguish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ultitude and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the
people，the masses and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They not only interpret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through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fresh and the body，but also point out the real object of multitude for true democratic demands． The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multitude which is within the Empire and also against the Empire lies in revealing its force of revolution and resist-
ance．

Doubts about the viewpoints in Professor Liu Linping's Counterfactual
problems，control variables and text

WU Su － ran
In his paper Counterfactual problems，control variables and text: Ｒeflections on quantitative studies，Professor Liu Linping argues that
because of neglecting the counterfactual problems which must be resolved by involving control variables，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featured by“poetic language”and“case study”has some fundamental methodological flaws． However，this paper argues that Liu's
negative comments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are based on vague definitions of some critical concepts and on a circular argument of a
particular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the social research，the qualitative methods are not inferior to quantitative methods．

Dynamic features of classical Chinese regional literature
LIU Yong － qiang

The territorial difference in ancient China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administrative areas，along with
their political，economical，cultural factors，varied with the vicissitudes of dynasties． Therefore，the study of the regional factors i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China should take such changes in history and their different impacts on literature into consideration． Thus，
the literature of the previous dynasties was both the backdrop of the up － coming literature and the indispensable intertextual factor for
interpreting the latter． Besides，regional literature also has the features of regional interactivity and mobility，whose rich implications
can be revealed only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ocuses on Yangzhou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discusses its dy-
namic features．

Folk source materials and their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Buddhist Wanhui in The Golden Lotus
LIU Zi － yun

As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vealed，The Golden Lotus，a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has complicated source materials． Besides borrowing
characters and the framework from the novel Outlaws of the Marsh，The Golden Lotus also uses some materials from other books or
sources，and Chapter 57 is a case in point． This chapter begins with the story of the eminent Buddhist Wanhui，who is closely related
to a folk belief． Though this character seems unconnected with the theme，the author of The Golden Lotus cleverly connects him with
Yongfu Temple with which a narrative framework based on both Taoism and Buddhism is constructed．

Inheritance of th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Yunnan University:
Fusion of Kunming campus and Chenggong campus

LIN Yi
The urbanization of Kunming has inevitably produced two campuses of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campus and Chenggong campus．
No matter in which place，Yunnan University should carry forward its traditional campus culture and spirit while serving the local e-
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vit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Yunnan University relies on the inheritance of its cul-
tural tradition and its service for the loc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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